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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中國農村

50年

1950 年 7 月生於上海。1968 年 9 月，赴黑龍

江生產建設兵團，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

業經濟系。畢業後，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

作，歷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

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全

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陳
錫
文

他們都是省部級官員，可謂居廟堂之高。不
過，他們對自己的定位，並非純官員，而是居於廟

堂的專家。

從 20世紀 80年代中期開始，陳錫文一直是中

國制定農村政策的參與者之一，更被視為中國權威

的農村問題專家，也被稱作是真懂中國農村的官員。

1956年，高尚全在《人民日報》上發文，呼籲

要給企業一點自主權，這是他發出的第一次改革呼

聲。此後在中國改革的幾乎每一次重要關口，高尚

全均未缺席。

在很多國企高管眼中，邵寧是一位真懂國企的

領導，也是一位學者。那天，邵寧不用看一眼筆記

本，便把二十多年來的國企改革梳理了一遍。

王新奎更是坦言：“我從來沒把自己當官員看，

我擔任過的職務除大學校長外，都是半名譽性質

的。確切地說，我的角色不是官，而是僚。”

他們作為“最懂行的官員”，究竟是怎樣為中國

發展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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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激烈，轉基因似乎成了一件沒法溝通的事，你對轉基因是什麼態度？陳

錫文略思考，說：“這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按理來說，門外漢不適合談這

個，因為不懂嘛。”

在陳錫文看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社會上對轉基因的討論過於情

感化，都是情緒。比如，有些人很激動地說，美國人自己從來不吃轉基因食

物，種了都賣給中國人吃。“這是天大的笑話！確實有很多美國老百姓不知

道吃了轉基因食物，但不是不吃。美國的轉基因食品正式批准上市是 1996

年，已經過去 20年了。”

但為何美國對此的爭論遠沒有我們激烈？

陳錫文坦率地表示，很重要的一條原因，是美國政府長期監管很嚴格，

尤其是 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公信力很強。他們的管理程序也非常

規範，凡是通過了 FDA的嚴格論證，美國民眾就認可是安全的。“所以，美

國人對這個問題不太關注，他們相信 FDA。”

很多美國人不知道自己吃了轉基因食品，那現在國際上對轉基因的標注

一般是怎麼規定的呢？

陳錫文透露，從全球來看，大致是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美國，不用標

注，由 FDA確保食品安全。現在也出現了一些不同聲音，但聯邦立法還是

傾向於繼續不標，有些州可能會要求標注。

第二種是歐盟和日本，都是要求標注的，但他們有個限量。比如，歐盟

規定加工食品中轉基因物質的含量超過 0.5%，必須標注。日本是超過 5%要

標注。

第三種類型就是中國。我們規定不管加工食品中轉基因物質含量多少，

只要有就必須標注。

這些不同的規定背後，其實反映的是各國對轉基因的不同態度。

2015年，陳錫文為轉基因問題去歐洲考察，發現法國已經基本停止研究

了。他去了才知道，這裏面有政黨政治的因素。

薩爾科齊競選總統時，法國社會有兩大憂慮，一是核電，二是轉基因，

反對主力是綠黨。薩爾科齊就跟綠黨談判，要求對方不要反對核電，因為核

“農民是中國社會最懂得感恩的階層，

質樸、勤懇、誠實等性格都和這一條有

關。現在的問題是，社會的價值取向不能

把這些給泯滅了，我們制定制度和政策要

把握好導向。農民保留的那些最傳統的東

西，是做人最需要的。懂得了感恩，才知

道敬畏，才知道應該限制自己的哪些行

為，不然就會放縱。”

北京，博學胡同一號。

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築，並不起眼，但位置特殊，隔著一條窄窄的府

右街，與中南海緊鄰。而且大門口只有門牌號，以及站崗的軍人。這些都說

明，這裏只是外表普通。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就在這個院子裏。在二樓，67歲的

陳錫文走過來與我握手，微笑著略做幾句寒暄，便開始了我們歷時三個半小

時的長談。

如果從他 1968年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算起，他已經跟中國農村打了

近半個世紀的交道；如果從他 1978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算起，

他研究中國農村已近 40年。2016年 6月，陳錫文卸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

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他對中國農村

的關注與思考，並未停歇。

從 20世紀 80年代中期開始，陳錫文一直是中國制定農村政策的參與

者之一，更被視為中國權威的農村問題專家，也被稱作是真懂中國農村的

官員。

我說，有一個敏感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就是轉基因。現在各方的爭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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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孩的話，現在已經為人父母了。應該做個科學調查，看看這些人有沒有

問題，他們生出來的孩子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但有些人還是固執地堅持

認為有問題，是沒道理的。”

但有人說，他們自己沒問題，孩子也沒問題，但如果轉基因對人類的

危害是隔代才能顯現的呢？陳錫文坦言：“那我就沒有辦法說了，只能再等

吧，現在是 20年，也許要等到 5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希望總有一天，

能夠證明究竟有沒有危害。”

陳錫文當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同學周其仁曾對我說：“錫文黑黑的，

很樸實，長得很像農民，他平等待人，非常有思想，保持了這些年農村政策

的延續性。”

陳錫文生於上海，有不少人開玩笑說：“一個上海人居然管了這麼多年

中國農村。”我問他現在還能說上海話嗎？他馬上用上海話回答，謙稱說得

馬馬虎虎。

從下午一直聊到晚上，沒有人進來打擾，水也是陳錫文自己倒的。無

論是自己的人生經歷，還是轉基因等熱點問題，或者是對中國農村未來的思

考，陳錫文有問必答，非常坦率。他拿著一杯茶，無須任何提示，所有數字

都信手拈來，這麼多年的農村政策都印刻在他的腦子裏。

數年前，有位媒體同行曾說，陳錫文給她最大的印象是實在。我的感受

則是，他不僅實在，而且深刻犀利。

電在法國總發電量佔比相當高。作為交換條件，他答應上台後停止發展轉基

因。後來奧朗德上台，也延續了這個政策。

“國際上的差別非常大。法國是最崇尚自由的國家吧，但他們對轉基因

是最嚴厲的，以至於到現在，法國基本上已經沒有人研究轉基因了，試驗田

都沒了，科學家都跑到別的國家去了。”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英國都比較開放，特別是西班牙，轉基因玉米種得

非常多。因為它處在地中海沿岸，很適合種玉米，但又很容易生玉米螟蟲，

如果大量使用農藥對環境污染太嚴重，所以他們接受轉基因。英國也在繼續

搞試驗，沒有遭到太大的反對。

接下來必須言歸正傳，說說中國政府對轉基因究竟持什麼態度。陳錫文

對我說，我們國家採取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主要是三點。

第一，轉基因是生物育種，是當今生命科學的前沿，作為一個農業大

國，不能在這個領域沒有一席之地。法國本來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很強的，但

如果停頓一二十年，法國可能會吃大虧，種子市場可能就被人家佔了。

第二，批准上市的轉基因食品，必須經過極為嚴格的審查，確保安全才

可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批准上市的國產轉基因食用農產品，只有木瓜；允

許種植的還有轉基因棉花；允許進口的有轉基因大豆、油菜籽和玉米。沒有

別的。

第三，要確保公眾有足夠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就是轉基因食用農產品和

含有轉基因物質的加工食品必須標識。你願意吃就買，不願意吃就不買。

既然中國政府對轉基因的態度如此明確，為什麼關於轉基因的爭論近乎

成了死結？在陳錫文看來，關鍵是現在不少反對轉基因的人，不是從科學的

角度來證明這是有危害的，而更多是從陰謀論、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解釋，那

就沒有辦法討論了。

“很多事情，包括轉基因問題，不是只靠科普能夠解決的，有的人不是

從科學角度討論問題，跟他們講科普沒用。”

轉基因之爭，最終要靠什麼來解決？陳錫文的回答非常簡單：時間。

“恐怕得讓時間來證明。美國人已經吃了 20年轉基因食物了，如果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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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既然有機會出去自食其力，那就去吧，別再讓家裏養著了。而且，

當時把去黑龍江屯墾戍邊的意義提得很高，我們都有點激情。

到了 1968年底，毛主席那個指示下來後，1969年就“一片紅”了，大

家都得下去。我們屬於自願的被動選擇，所以也沒什麼好埋怨。

我被分到了黑河地區，是黑龍江緯度最高的地方之一。那個地方無霜期

很短，一年只有 110天左右，只能種小麥和大豆。我們所在的具體位置是五

大連池，有水源，所以我們也試著種過水稻，但不成功。

那時候機械化水平不高，即使現在也沒有完全解決，下雨就要拿著鐮

刀鋤頭下地幹活。各種農活我都幹過，後來到了機關，也經常要下去一起幹

農活。

高　淵：建設兵團的真實狀況如何，生活苦不苦？

陳錫文：兵團雖然也是務農，但跟農村差別很大。兵團的前身是農墾

局，我們叫農業工人，在當時的國家職工序列上有一欄就叫“農業工人”。

所以去了之後，至少是衣食不愁。

後來不少上海知青到我們邊上的農村插隊，那待遇就不一樣了，得自己

掙工分，掙了工分才能分口糧和現金，還要看所在的生產隊經營得怎麼樣。

我們兵團是大鍋飯體制，實行糧食配給制，像我這樣的普通農業工人，一個

月定量是 42斤。

我們的固定工資是一個月 32 塊錢。但農業工人和工廠裏的工人不一

樣，沒有八小時工作制，需要幹就得多幹。當時兵團的算法是，這 32 塊

錢，刨除法定假日後是 25天半的工資，折算過來，一天就是 1.25元。

在農場，尤其是基層連排一級的幹部，都是當地老農場的工人，他們

都想多掙一點。反正節假日也沒事幹，基本上每月要出勤 30天，工資就有

三十七八塊。所以兵團和在農村插隊很不一樣，我們沒有他們的那種後顧

之憂。

高　淵：從 18歲到 28歲，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在黑龍江度過，你怎麼

評價那十年？

陳錫文：不能說那一段對我有多好或者多不好，但畢竟從個人來講，還

北大荒初識農業

高　淵：你從 20世紀 80年代初開始，就直接參與中國農村問題的決

策。但讓很多人驚訝的是，你居然是上海人。

陳錫文：是啊，我祖籍江蘇丹陽，出生在上海，從幼兒園、小學到初中

都在上海南匯縣的周浦鎮。解放前，我父親從老家到上海工作，認識了我母

親，在上海成了家。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需要培養幹部，我父親又去上了無錫文化教育學

院，這是一所幹部速成學校。他上學的時候我出生了，所以我叫“錫文”。

他畢業後響應國家號召支援老區建設，就去了泰山腳下的山東泰安中學教

書，母親也帶著我去了。

但我母親身體不太好，就帶我從泰安回了她的老家杭州。到了我五歲的

時候，父親調動工作，分配到了當時還屬於江蘇省的南匯縣周浦中學教書，

這樣我們就在周浦安家了，後來上學一直在那兒。

高　淵：你初中畢業那年，正好碰上“文革”爆發？

陳錫文：對，1966年我初中畢業，畢業前就亂了。一開始還有點熱情，

到了那年 10月底，我覺得實在沒意思，就約了幾個同學結伴去南方，到沒

去過的地方看看。那時候“文革”搞串聯，坐火車不要錢。

我們一路跑到海南島，這時中央發通知了，要求停止乘車串聯，徒步

可以，如果人已經在外地，可以領票返回。我們就在海南島待了一段時間，

1967 年的春節在那兒過的。回來後到學校看看，還是亂哄哄的，就回杭

州了。

高　淵：什麼時候去的北大荒？

陳錫文：到了 1968 年夏天，周浦中學給我發電報，說學校開始分配

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來招人，如果想去就趕緊回來。我馬上就回去了，

8月份報的名，9月中旬就去黑龍江了。

我去的時候，毛主席還沒有作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

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所以我們這批人走的時候，心態基本上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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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突然來了個通知，規定凡是 25歲以上的，必須有高中學歷，才能參加高

考。我那時已經 27歲了，沒上過高中，這下真是踏空。

高　淵：這個政策是黑龍江自己制定的？

陳錫文：對，這是土政策。當時黑龍江最大的憂慮是，來這裏的外地知

青太多，而且多數是從大城市來的，總體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如果讓這些知

青都參加高考，當地人可能就沒機會了。

報名就這樣被退回來了，當然很沮喪。後來聽說中央批評了黑龍江的這

個做法。

高　淵：好在不到半年，1978年的高考就開始了。

陳錫文：是的，77屆那年是冬天考試，1978年春節過後開學。我們 78

屆是 6月份考試，9月份開學。考了政治、語文、歷史、地理、數學，當時

不要求考外語，我五門課總分是 379分，還算不錯。

填志願比考試難，我完全不懂，就去請教那位政治部主任，他是“文

革”前的大學生。他也說不大清楚，只說了一些原則，比如學校要好、專業

要自己喜歡，等等。

我就問他中國人民大學怎麼樣，他說那當然好。然後我看了半天，發

現有個農業經濟專業，問他這是做什麼的，他說反正跟農業和經營管理有

關吧。

他最後跟我說：“你畢業以後，至少可以回來當個農業會計。”

杜潤生的三句話

高　淵：聽說人民大學還沒開學，你就去報到了？

陳錫文：我是人民大學 1978年復校後，第一個報到的學生。那天是 9月

22日，有兩個軍人在校門口站崗，我給他們看了錄取通知書，他們一臉詫異

地說：“沒聽說開學啊，也沒有學生來報到。”但還是放我進去了。

後來我才知道，我在兵團接到的通知是 9月中下旬開學，然後我就去了

是一段很重要的歷練。

我在那兒待了十年，其實真正在基層幹活也就三年多。後來我做連隊的

文書出納，再到團裏和師裏當新聞幹事，編簡報、辦讀書班、參加工作組下

基層等，也有機會讀一些書。

這段時間讓我了解了農業的不易，了解了節氣，了解了各種作物不同的

特性，了解春播夏鋤秋收，了解了農業機械，等等。另外，我們農場那些老

職工，基本都是從山東、河北一帶來的，最早都被稱作“盲流”，因為老家

吃不飽，自己跑過來了，本質上還是農民。所以，我對農業、農村、農民有

了一些實際感受。

田埂上的廣播

高　淵：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你是從哪裏知道的？

陳錫文：那時我正在柳河“五七”幹校上學，算是後備幹部了。這所幹

校在“文革”中很有名，跟現在的省委黨校差不多。就在報到的當晚，我和

幾個同學吃過晚飯，到幹校邊的田埂上散步。這時，幹校的廣播喇叭響了，

說要恢復高考了。

我們一聽都很激動，馬上去跟學校請假。學校說這可不行，你們是層層

審批推薦來的，要想回去參加高考，必須得到原單位批准。

高　淵：這個不難吧？

陳錫文：我也是這麼想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縣城，給我所在的一

師師部發電報，要求請假回來考試。但一連等了三天，根本沒有回覆。我想

這樣等下去不行，就跟學校打了個招呼，跑回去了。

找到政治部主任，我說你怎麼可以這樣，你不同意也得回一個電報啊。

他說，我就在想，這個電報我回也不好，不回也不好，但如果你意志堅定

呢，肯定自己會跑回來的。

我記得很清楚，照片交了，五毛錢報名費也交了。大概過了十來天，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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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是 1981年的 2月，還在寒假中，在北京大學召開成立會議，因

為當時北大經濟系的黨總支書記和北大的經濟學泰斗陳岱孫都很支持。鄧力

群和杜潤生都來了，他們都講到國家百廢待興，非常需要年輕人關注國家大

事，而農村問題是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大難題。

杜潤生代表農口的老同志歡迎青年人加入這支隊伍。他說，中國是一個

農業和農民大國，農民如果還貧困，那麼國家就富裕不了，農業如果還停留

在古代，國家就不可能現代化。聽了這兩句話，我覺得真是振聾發聵。

高　淵：從那時起，你就決心這輩子研究農村問題了？

陳錫文：那天，杜老還說了一句話。他說，進入農村調查研究這個領域

就不容易，堅持下去更難，堅持到底是難上加難。

我當時想，我已經當了十年農民，又是讀農業經濟專業的人，我以後做

什麼呢？必須選擇這個工作了。就這樣一直做了三十多年，去年剛剛退出一

線崗位，我算做到了杜老說的堅持到底。

下鄉調研的“老大”

高　淵：這個研究組成立後，你們第一個去調研的地方是哪裏？

陳錫文：去了安徽滁縣，就是現在的滁州。那是 1981年暑假，由國家

農委出面，一共去了四五十個人，分成很多小組，深入到當地各個地方，調

研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以來的新變化。

我和一個同學被派到小崗村蹲點，一住就是 18天。跟當初在生死狀上

按手印的 18戶農民朝夕相處，了解到改革前窮到什麼程度，改革過程中的

擔驚受怕以及成為農村改革一面旗幟的全過程。

從 1978年底開始，兩年多時間，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去的時候

是夏天，還沒有夏收，但村裏的糧食已經多得吃不了了。村民跟我說，以前

鄉裏的糧庫空得都能跑出鬼來，現在家家戶戶屋子裏都堆滿了稻穀和小麥，

雞飛在上面吃也沒人管。在調研中，我確實感受到了體制的變化給農民帶來

哈爾濱，因為有不少熟悉的知青已經在哈爾濱上大學了，我去找他們玩幾

天，所以沒收到人民大學的第二份通知。那是通知我們因為校園還被部隊佔

用，推遲一個月開學。

那時學校確實沒法住，我就只能先回上海了，到了 10月中旬再去北京。

高　淵：你上大學時，農村問題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吧？

陳錫文：那時候，全國有幾千萬知青下鄉，都在農村生活了好幾年。

貧困在當時是普遍的，但大家到了農村才知道農村窮成了什麼樣。雖然已經

離開農村了，但都盼著農村盡快好起來，也願意為農村做點事，特別是黨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就更這樣想。這

是我們普遍的心結。

我那時已經 28歲了，離開學校 12年後有機會再讀書，真是起早貪黑。

在比我們年長些的青年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啓發下，我們自發組織讀書會和討

論會，還有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學校的學生一起參加。主題從來沒有離開

過農村，討論人民公社體制、農村社會主義的內涵、農業現代化等，也慢慢

接觸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

高　淵：你們是怎麼討論的？

陳錫文：過程非常自由，願意來就來，來了不願意聽就走。經常今天

在這個學校，明天在那個學校，最熱鬧的時候有一兩百人。慢慢地，我們就

想，除了討論，能不能再做點事，比如對農村進行一些調查研究。

正好那個時候，中國社科院從中科院裏獨立出來了，在科研體制上也有

一些改革，可以對外委託調研課題。我們就說能不能以一個研究組的名義，

向社科院申請課題。

還有個機緣。這個讀書小組裏，北大經濟系的鄧英淘是鄧力群的兒子，

我們人大經濟系的杜鷹是鄧力群的女婿，而鄧力群當時是中國社科院副院

長。這樣，鄧力群就知道我們這批人在做農村問題研究，給了我們一筆 5000

元的課題費，這在當時就很不少了。

拿到經費後，我們就想：乾脆成立一個組織吧！那時候沒有什麼社團登

記之類的，就在 1981年初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015014陳錫文

難忘的“九號院”

高　淵：在中國社科院感覺怎麼樣？

陳錫文：其實我們去之前，上面是跟社科院講清楚的，這些人放在你們

這兒，但工作要聽兩個研究室，就是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農村政策研究室，

鄧力群和杜潤生已經分別調到這兩個研究室當主任了。我們很多調研工作，

是由這兩個研究室直接派的任務。

高　淵：這個機制是否有點不順？

陳錫文：對啊，確實不太順。1982年以後，全國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

到城市了，尤其是企業和價格改革。到了 1984年在莫干山開中青年改革研

討會前，中央就在考慮，在國家體改委下面設“體制改革研究所”。這個研

究所成立後，對我們這個組影響很大，去了不少人。當然，還有些人繼續堅

守，只是人數已經大大減少。

再加上本來機制上就不順，杜老就想乾脆在他的農研室（它的另一塊牌子是

“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下面也成立一個研究所。到了 1985年夏天，我們這

些還留在社科院的人，包括那 50個編制，一起轉到了農研室。

高　淵：在那個著名的九號院裏，當時名人不少吧？

陳錫文：我們這個所是 1986年春天掛牌的，辦公並不在九號院裏，因

為沒房子了。但西黃城根南街九號是中央農研室和國務院農研中心的辦公地

點，杜老他們都在九號院辦公，因此我們經常要去匯報工作和領受任務。

九號院是清朝的禮王府，當時華國鋒、姚依林、張勁夫等都住在九號

院，紀登奎也在農研中心任研究員。第一任所長是王岐山，我當副所長。所

裏有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等。林毅夫當時還在社科院農村所，後來杜老下

決心把他調過來，也當副所長。到了 1989年初，王岐山正式去了中國農村

信託投資公司，我就接任了所長，副所長除了林毅夫，還有杜鷹。

我們各自學的專業真的是五花八門，有學物理的、地質的、機械的，學

什麼的都有，反而學農業和農業經濟的很少。

但讀什麼專業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經歷，都關注農村問

的巨大喜悅。

高　淵：你後來還多次去過小崗村吧？

陳錫文：去過很多次，有兩次還是分別陪著前後兩位總書記去的。每次

去，村裏那些老人老遠就叫我，都上來跟我擁抱。

他們都叫我“老大”，1981年在村裏蹲點的時候，就這麼叫的。我當時

還說，你們歲數都比我大，怎麼可以這麼叫呢？他們說，你是中央來的啊。

後來我每次回小崗村，一進村他們就說“老大回來了”，關係非常好，

有什麼情況和問題都願意告訴我。

高　淵：調研報告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陳錫文：後來形成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調研報告，對每個層面都做了剖

析，既講了變化，也講了下一步可能面臨的問題。報告出來已經是 1981年

秋冬了，鄧力群和杜潤生親自看、親自改，最後報到中央。

當時的中央領導做了批示，認為這個報告把“雙包到戶”以後的情況講

明白了。於是，報告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很多內部簡報都轉發了。

高　淵：這次調研的成功，對後來畢業分配有沒有產生影響？

陳錫文：因為“文革”的關係，當時國家機關已經有十多年沒進年輕人

了，幹部年齡普遍老化。到了 1982年的春天，中央書記處決定從高校選拔

一批畢業生，進入中央國家機關工作，解決青黃不接的問題。

當時比較現成的就是我們這個農村發展組，正好都要畢業了，於是決定

第一批留下我們。一下子批了 50個編制，專門從事農村調查研究。

鄧力群和杜潤生專門討論過，把我們留下來後到底擱在哪兒？後來是鄧

力群定的，他說不要去黨政機關，因為我們都是小字輩，去那裏每天無非就

是擦桌子、掃地、打開水，還是乾脆放到社科院，這樣自由一些，可以集中

精力搞調研。

就這樣，我們 50個人的編制統統給了中國社科院，進了農業經濟研究

所。而且，連“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這個名稱也一起帶了過去，等於

在農經所增設了一個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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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設為兩個局。同時也明確提出，“中農辦”這個牌子要打出來，同意

設一個主任、一到兩個副主任。

對我來說，其實也沒什麼實際變化，我還是中財辦副主任，只是又加了

一個中農辦主任的頭銜。到了 2009年，中央又任命我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領

導小組副組長，明確為正部長級。

不討論“18億畝紅線”

高　淵：前幾年，“18億畝耕地紅線”（以下簡稱“18億畝紅線”）曾引發不

小爭議。這條紅線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

陳錫文：那是 2003年，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裏提出來的。但

在之前，也提過“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那年全國耕地總面積是 18.51 億畝，而工業化、城鎮化是一定要佔地

的，在 199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中就已經提出了“佔補平衡”，哪裏的

建設佔用了耕地，必須在別的地方補出來。

高　淵：當時不少人反對這條紅線，爭議的焦點在哪裏？

陳錫文：我跟反對“18億畝紅線”的人有過討論，我發現他們的經濟學

理論功底非常深厚，但對農業基本不懂。我們討論的結果是，我目瞪口呆，

他們也目瞪口呆。

比如，他們認為這個“18億畝”是拍腦袋拍出來的。我說憑什麼這樣

講？他們就給我算賬，說 1畝地如果產糧 800斤，18億畝地產的糧食，全國

人民根本吃不了。

我說，你們到底了不了解農業？必須知道，有的地方是一年兩季，有

的地方是一年三季，所以每年農作物的播種面積其實是 24億畝。而 24億畝

裏，每年種糧食的面積大概是 16-17億畝，最多的時候超過 18億畝，現在是

17億畝以下。還有七八億畝地幹什麼的？要吃菜，要吃油，還要吃水果啊。

他們根本不懂播種面積這個概念。

題，都對“文革”有比較深刻的反思。而且大家來自各個學科，形成了多學

科綜合研究的方法，這比在一個學科裏面討論問題，肯定要深刻得多。

高　淵：你們是什麼時候分開的？

陳錫文：那是 1990年的中央機構改革，農研室撤銷了，我們被安排到

了很多部門，包括農業部、體改委，以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兩個政策研究

室。我去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先後擔任農村研究部副部長、部長和中心

副主任。

1994年我被借調到中財辦。1992年底，鄧小平同志把當時中央的幾位領

導人叫去，強調黨管經濟這個原則不能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還是要恢復。

另外，經過 80年代末一番變化之後，有一段時間國務院沒有明確分管農業

的副總理了，各地反應很大，畢竟我們是農業大國啊。

這樣到了 1993年的春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

就同時成立了。根據慣例，財經小組的組長由總書記擔任，農村小組的第一

任組長是朱鎔基同志，他當時是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理，後來就一直由分

管農業的副總理擔任組長。這個小組是中共中央領導農業農村工作的議事協

調機構，對農業農村工作領域的重大問題提出政策建議後報中央決策，並協

調和督促貫徹落實。

高　淵：當時兩個領導小組是不是下屬同一個辦公室？

陳錫文：對的，這個辦公室對外就叫“中財辦”，裏面有個專門對應農

村領導小組的秘書組。到 2003年，我調任中財辦副主任，對應農村工作，

就徹底離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了。

高　淵：“中農辦”這塊牌子是什麼時候打出來的？

陳錫文：是 2006年。2005年制定的“十一五”規劃中，提出建設社會

主義新農村。中央就研究，新農村建設的指導協調工作到底由誰負責？權

衡再三之後，決定不增設新的部門，而是加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和辦

公室。

過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是由八個單位的負責人組成，那次擴大

到 20個部門。中財辦裏對應農村的這一個組，原來就 7個人，增加到 15個


